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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沉默是否等于权限缺失？— 从 SGHC 186 看仲裁规则、当事人自治与

临时措施权的边界 

作者：赵宇先（上海办公室） 

符传明（新加坡办公室） 

引言 

2026 年 9 月 11 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 Zhejiang Crystal-Optech Co Ltd v Moveon Technologies Pte Ltd 

[2026] SGHC 186 一案（SGHC 186 案）判决，撤销了此前准予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

紧急仲裁员临时裁决的命令 [1]。 

案件公布后，很快在中国仲裁实务界引起关注。因为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最为支持仲裁的司法辖区

之一，而本案所涉及的又是一份由中国主流仲裁机构紧急仲裁员作出的临时救济决定。案件结果表面上似乎

挑战了中国主流仲裁机构紧急仲裁员的规则和权限。但本案真正的问题实际是：如果仲裁地法没有明确赋

予仲裁庭某项程序性权力，但也没有明确禁止，当事人是否可以通过仲裁协议和机构仲裁规则赋予仲裁庭

该项权力？如果可以，选择一套已经载明该项权力的机构仲裁规则，是否已经构成充分授权，还是必须再

作一次特别、单独的约定？ 

SGHC 186 案的主要逻辑是：仅选择 CIETAC 规则还不够，还需要在选择 CIETAC 规则之外，就紧急仲

裁员作出临时措施的权限另行达成明确约定（可理解为需要额外一次 opt-in）。我们认为这一逻辑值得商榷

[1]。 

一、SGHC 186 案件背景 

本案源于浙江某公司（COT）与新加坡公司 Moveon 之间的一项合作项目。双方在 2021 年签订合作框

架协议和合资协议，后在新加坡成立合资公司 CMOT。项目失败后，双方就 Moveon 为项目投入的大额费用

究竟应由谁承担发生争议，CMOT 随后进入清算程序。 

Moveon 在清算中申报了约 1,981 万新加坡元的债权。COT 则于 2025 年向贸仲上海分会提起仲裁，并

申请启动紧急仲裁员程序。2025 年 8 月 12 日，紧急仲裁员作出临时裁决，核心内容是：在实体仲裁裁决作

出以前，Moveon 不得领取与争议债权相关的清算分配[1]。 

值得注意的是，COT 当时还提出了一项更广泛的请求，希望暂停 CMOT 的整个清算程序。紧急仲裁员

没有支持这一请求，理由正是该措施需要新加坡法院、清算人及其他债权人配合，而这些主体均不是仲裁协

议当事人。换言之，紧急仲裁员有意识地将其命令限制在仲裁协议双方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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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 随后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执行该临时裁决，并一度取得执行许可。Moveon 则申请撤销执行命

令。 

最终，Philip Jeyaretnam 法官支持了 Moveon。但判决同时驳回了 Moveon 提出的程序不公、争议不可仲

裁及违反新加坡公共政策等其他抗辩。法院最后明确表示，拒绝执行的唯一决定性理由是：紧急仲裁员行使

了一项其本身并不拥有的权力[1]。 

因此，本案并不是新加坡法院原则上拒绝承认紧急仲裁，也不是认为外国临时裁决当然不能执行。新加

坡法院此前在 CVG v CVH [2022] SGHC 249 中已经确认，外国紧急仲裁员作出的 interim award 原则上可以

成为新加坡执行制度下的“foreign award”。 

SGHC186 的争议集中于更深层的问题：该 CIETAC 仲裁案件中的紧急仲裁员究竟有没有权作出这项决

定。[1] 

二、紧急仲裁员的两项权力来源 

CIETAC 2024 年《仲裁规则》第 23 条第（二）款规定：“根据所适用的法律或当事人的约定，当事人

可以依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紧急仲裁员程序》（本规则附件三）向仲裁委员会仲裁院申请紧急

性临时救济。紧急仲裁员可以决定采取必要或适当的紧急性临时救济措施。紧急仲裁员决定对双方当事人具

有约束力[3]。” 

与此同时，第 4 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 CIETAC 仲裁的，“视为同意按照本规则进

行仲裁”。附件三第 6 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紧急仲裁员有权作出必要的紧急性临时救济决定；第（四）

款还规定，该决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可以依据执行地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3]。 

据此，新加坡法院把紧急仲裁员的权力来源拆成两条独立路径：第一，权力来自“所适用的法律”；第

二，权力来自“当事人的约定”。 

在第一条路径下，法院首先否定了 COT 关于新加坡法也属于“applicable law”的主张。法院认为，决

定仲裁庭是否拥有某项权力，应当看仲裁程序的准据法，也就是本案作为仲裁地法的中国法，而不能因为当

事人后来希望到新加坡执行，就用新加坡法反过来创造仲裁员的权力[1]。 

我们认为新加坡法院的前述分析没有问题。“仲裁员有没有权作出某项决定”与“该决定在某一国家

能不能获得强制执行”，原则上确实是两个不同问题。否则，同一仲裁庭的权限将会随着申请人未来选择在

哪个国家执行而不断变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成立。 

我们认为，真正有争议的可能是新加坡法院对中国法的理解和判断。法院注意到，当时适用于案件的中

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将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等国家强制性措施交由人民法院决定。法院同时参考

了中国政府过去向联合国贸法会提交的材料、2021 年《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与最终立法之间的变化，

以及相关学术著述，最终认为，中国法并没有积极赋予仲裁庭或紧急仲裁员作出临时措施的法定权力[1]。 

2025 年修订、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仲裁法》也仍然采取以法院为核心的保全模式。因此，新

加坡法院认为，在中国法下，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和行为保全的裁定和实施权力专属于中国法院，我们认为

没有问题[4]。 

但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和行为保全这类国家强制意义上的“保全措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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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基于仲裁协议对当事人作出的临时命令，是否等同？换言之，仲裁庭基于仲裁协议对当事人作出的

临时命令，是否必然需要来自于国家法律明确授权？ 

我们倾向于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仲裁庭作出的临时命令，例如命令一方在仲裁期间不得出售某项资产

或者应当暂时维持某种状态，实际产生的是仲裁协议双方之间的程序义务。如果当事人自愿遵守，并不需要

仲裁庭掌握任何国家强制力；只有在一方拒绝履行时，另一方才需要向有关司法辖区寻求法院协助。 

本案中，紧急仲裁员没有冻结 Moveon 的银行账户，没有命令新加坡清算人停止支付，也没有试图直接

约束任何第三人；相反，其明确拒绝了涉及清算人、法院和其他债权人的请求，仅命令 Moveon 自身暂时不

得领取清算分配。后来清算人是否因此暂缓支付，也是清算人自行作出的决定，而不是因为其受到临时裁决

直接约束。新加坡法院在处理公共政策抗辩时自己也特别确认了这一点[1]。 

因此，“中国法律将司法保全交由法院”本身无法推导出“中国法律禁止仲裁庭对当事人作出任何临

时行为命令”。实际上，本案新加坡法院也没有采取这种推导。 

SGHC 186 案判决第 89 段明确指出，如果仲裁地法只是对仲裁庭临时措施保持沉默，而并不存在一项

“statutory prohibition”，则不能排除当事人通过协议赋予仲裁员该项权力。法院同时援引“party autonomy”

原则指出，只要不违反仲裁地法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原则上可以授予仲裁员其认为适当的程序性权力[1]。 

因此，真正需要新加坡法院判断的是：双方选择本身载有紧急仲裁制度 CIETAC 规则，算不算当事人

已经授予紧急仲裁员作出临时措施的权力？ 

该案新加坡法院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 

三、“同意适用仲裁规则”，算不算“当事人的约定”？ 

SGHC 186 案判决第 88 段认为，第 23 条既然写明紧急救济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提出，就说

明必须存在一项独立于接受 CIETAC 规则之外的约定（a distinct agreement over and above agreeing to the 

rules）：[1] 

“I accept Prof Fu’s approach because the fact that Art 23(2) of the CIETAC Rules refers to the parties’ agreement 

indicates that there must be a distinct agreement by parties over and above agreeing to the rules. If consent to the 

CIETAC Rules alone amounted to an agreement on the power of emergency arbitrators to grant interim measures, 

then the inclusion of the words “[i]n accordance with … th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would be redundant, and 

parties in all CIETAC arbitrations would be taken to have agreed to empower emergency arbitrators to grant 

emergency relief.” [1] 

法院给出的主要理由是：如果接受 CIETAC 规则本身就构成授权，那么第 23 条中的“根据当事人的约

定”便成为多余文字，而且所有适用 CIETAC 规则的当事人都会被视为已经授予紧急仲裁员临时措施权。[1] 

我们认为，法院的这一分析在逻辑上似乎难以自洽。 

首先，CIETAC 规则第 4 条已经规定，当事人约定 CIETAC 仲裁，即视为接受该套规则。第 23 条和附

件三则明确告诉当事人，这套规则包含怎样的紧急仲裁程序，以及紧急仲裁员拥有哪些权力。按照最普通形

式逻辑，完全可以形成如下逻辑链条：仲裁条款选择 CIETAC → CIETAC 规则成为双方程序协议的一部分 

→ CIETAC 规则本身包含第 23 条及附件三的紧急仲裁员相关规则 → 双方因此同意紧急仲裁员拥有规则

明确载明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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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 23 条中的“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并不会成为多余文字。第 23 条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在说明两

种独立的权力来源：有些仲裁地法律本身直接赋予仲裁庭临时措施权；另一些法律可能没有积极赋权，但

允许当事人在自治范围内通过协议授予。换言之，在第 23 条的语境中，“根据当事人的约定”这几个字完

全可能是在回答权力从哪里来，而不是在设置一道“必须第二次 opt-in”的门槛。 

CIETAC 规则本身还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文本对照。2024 年规则第 59 条处理简易程序时，对于超出通

常适用范围的案件，明确要求“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由一方提出书面申请并取得另一方书面同

意。换言之，当规则确实希望设置额外的 opt-in 时，文本会明确表达。第 23 条并未采用类似写法，而只是

将“适用法律”与“当事人的约定”并列为紧急救济的依据。这一差异进一步削弱了“第 23 条本身要求第

二次 opt-in”的解释[3]。 

实际上，新加坡法院在第 90 段其实已经正面列出了与自己结论相反的国际仲裁学说。Gary Born 认为，

在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国际仲裁协议通常本身即包含仲裁庭采取必要临时措施的默示权力；Cameron 

Sim 关于紧急仲裁的专著则更进一步提出：既然当事人选择了载有紧急仲裁机制的仲裁规则，将这种选择理

解为对紧急仲裁员权限的明确同意更加自然，否则当事人同意适用紧急仲裁制度本身便失去了相当一部分

意义[1]。 

但是，法院最终仍然认为 CIETAC 规则比较特殊，因为第 23 条引入相关制度时，一个重要背景是为适

用外国法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法律的案件提供机制，因此不能仅凭接受规则推定中国内地仲裁地的案

件也进行了授权[1]： 

“In my view, whether the parties’ agreement to institutional arbitral rules per se should be taken to amount to 

an agreement on the arbitrator’s power to issue interim measures depends on the wording of the institutional arbitral 

rules. In the present case, Prof Fu’s evidence was that Art 23(2) of the CIETAC Rules was introduced to account for 

cases administered by CIETAC which involved the application of foreign laws, or the laws of Hong Kong, Macau or 

Taiwan. Against that backdrop, the mere fact that parties agreed to CIETAC arbitrations, subject to the CIETAC 

Rules, need not necessarily amount to an agreement for emergency arbitrators to be empowered to grant interim 

measures in China-seated arbitrations. Whether that position would be different in foreign-seated CIETAC 

arbitrations is a separate matter that does not arise for determination in this case.” [1] 

我们认为，制度沿革当然具有解释价值。但如果最终规则文本本身并未写明“中国内地仲裁地的案件必

须另行约定”，仅凭历史背景反推出一项文本不存在的特别同意要求，其严谨性仍然值得商榷。 

更值得注意的是，规则沿革本身未必支持法院的历史解释。2012 年规则第 21 条第（二）款规定，仲裁

庭仅“依据所适用的法律”决定临时措施；2015 年规则在引入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同时，将相关表述改为“根

据所适用的法律或当事人的约定”。CIETAC 2014 年修订说明又明确称，紧急仲裁员程序“符合当事人意

思自治”，当事人可以“约定及授权紧急仲裁员采取紧急措施”；即使适用法律未赋予该决定以法律效力，

决定仍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说明还明确指出，附件三除主要适用于香港仲裁中心外，“根据适用的法律

或当事人的约定也可以适用于贸仲委及其内地分会受理的案件[12][13]”。从这一沿革看，“当事人的约定”至

少有相当理由被理解为为法律未直接赋权的案件保留一条合意路径，而不只是要求当事人在选择规则后再

作一次特别授权。 

事实上，新加坡法院担心的“如果接受规则就意味着所有 CIETAC 仲裁当事人原则上都接受紧急仲裁

制度”，也未必是一个反常结果。今天绝大多数国际仲裁机构的紧急仲裁机制，本来就是随着机构规则一并

适用，而不是要求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逐项重新确认紧急仲裁员的每一项权力。真正应当限制这种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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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仲裁地法的强制性禁止、双方特别排除，以及仲裁员本身权限的边界，而不必当然是一道额外的书面授

权门槛。 

四、仲裁庭作出临时决定与法院保留强制执行权并不矛盾 

如果把视野从 SGHC 186 一案稍微拉开，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若干司法辖区的实践中，仲

裁庭是否有权基于仲裁规则和当事人合意作出临时措施，与法院是否保留国家强制意义上的保全和执行权，

并没有被视为非此即彼的问题。 

香港的实践是一个典型例子。《香港仲裁条例》第 22B 条规定，紧急仲裁员依据相关仲裁规则作出的紧

急救济，无论在香港还是香港以外作出，均可经香港法院许可后，按照法院命令的方式执行。香港律政司亦

明确指出，《仲裁条例》第 61 条允许执行香港境内或境外仲裁庭作出的临时措施，而第 22B 条则专门规定

紧急仲裁员作出的 emergency relief 的执行[5]。 

更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法院在《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生效之前，

就已经执行过中国内地紧急仲裁员作出的决定[5][6]。 

2017年底，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GKML案，是公开资料中中国内地首例适用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案件。

北仲紧急仲裁员作出临时措施后，申请人依据香港《仲裁条例》第 22B 条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申请并

取得执行命令。公开评述记载，该案拟保全的财产主要位于香港，紧急仲裁员在衡量措施是否可执行时亦对

照了香港法下紧急救济的执行规则[6][14]。 

当然，GKML 案的证明力也应适度把握。公开资料显示，香港执行许可系单方申请取得，且对方未申

请撤销，因此香港法院并未在双方充分争辩后，就“中国法下紧急仲裁员是否具有权限”作出与 SGHC 186

同等强度的判断[6][14]。本文援引该案主要为了说明香港法实践并未把“中国法没有积极赋权”当然视为境外

执行的绝对障碍。 

此后，类似实践再次出现。2019 年，上海仲裁委员会紧急仲裁员在一起涉香港公司股权争议中作出《紧

急仲裁员决定书》，决定冻结争议股份 1,000 股。公开资料显示，该决定于 2020 年 11 月获得香港高等法院

认可。相关案例介绍亦明确记载，紧急仲裁员作出决定时所依据的包括香港《仲裁条例》第 22B 条及上仲

仲裁规则[7]。 

上述实践至少说明，香港法院并未仅仅因为中国内地法律本身没有建立完整的仲裁庭临时措施制度，就

当然否定有关仲裁庭决定在香港获得执行的可能性。 

这一点也使 SGHC 186 案判决第 80 段的分析值得商榷。该案中，Moveon 一方中国法专家认为，香港

法院 2020 年认可上海仲裁委员会紧急仲裁员决定，是内地与香港特殊保全安排的结果；由于中国内地与新

加坡之间不存在类似安排，该香港案例不能支持在新加坡执行 CIETAC 紧急仲裁员的决定。但这一解释至

少并不完整：前述 GKML 案发生在 2019 年《安排》生效之前，而香港律政司也明确说明，《安排》并未修

改或补充香港既有法律[1][5][6]。 

中国内地近年的实践，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类似的制度分工。 

2024 年，北京仲裁委员会一起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庭在听取双方意见后，就财产保全申请作出了附

有理由的临时措施决定。北京四中院随后并未以“仲裁庭无权涉及保全”为由否定该决定，而是在依法审查

后，将仲裁庭对于临时措施正当性、必要性和适度性的实质审查作为重要参考因素，最终裁定准予财产保

全。该案被北京四中院公布为“全国首例由仲裁庭依据《仲裁规则》作出临时措施的决定，并经人民法院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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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裁定准予保全的案件[8]”。 

2025 年，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在一起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案件中采取了类似思路。因第三方拒绝配合仲裁

取证，仲裁庭正式作出临时措施决定。上海国际商事法庭进一步审查后认为，该决定系仲裁庭依据仲裁规则

及国际商事仲裁通行做法作出，符合正当程序，并据此签发调查令协助仲裁取证[9]。 

这些案件至少提示了另一种更加细致的制度理解：仲裁庭可以基于仲裁规则和当事人合意，对临时救

济作出判断、决定甚至命令；法院则保留公权力意义上的最终强制执行权。 

两者所处理的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仲裁庭的决定首先作用于仲裁协议双方之间，产生程序上的约

束；如果当事人自愿履行，本身并不需要仲裁庭掌握国家强制力。只有当一方拒绝履行，或者相关措施需要

直接冻结财产、限制当事人采取某种行为时，才需要法院介入，并由法院依据其本国法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赋

予强制效力。 

2025 年的 Golden Meditech Stem Cells (BVI) Company Limited v Nanjing Yingpeng Huikang Medical Industry 

Investment Partnership (Limited Partnership) [2025] CIGC (FSD) 114 也从境外执行的角度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

的参照。该案涉及北京的 CIETAC 仲裁，仲裁庭作出临时措施，禁止处分一家开曼公司的股份或者改变其股

东结构。该措施此前已经获得香港法院执行许可，申请人随后又向开曼大法院申请执行[10]。 

开曼《Arbitration Act》第 52 条明确规定，仲裁庭作出的临时措施原则上应被视为具有约束力，并可向

开曼法院申请执行；第 53 条则规定了有限的拒绝承认和执行事由。在 Golden Meditech 案中，开曼大法院在

该次申请中认为不存在拒绝执行的依据，准予承认和执行这项 CIETAC 临时措施[10][11]。 

虽然 Golden Meditech 中，中国法下仲裁庭权限来源的问题，没有像 SGHC 186 一样经过双方中国法专

家的系统争辩，但该案至少再次提示：“仲裁地法是否赋予仲裁庭国家强制意义上的保全权”，与“仲裁庭

是否可以基于仲裁规则和当事人合意作出一项临时措施”，以及“执行地法院是否愿意进一步赋予该决定

以强制效力”，实际上是三个可以区分的问题[10][11]。 

从这个角度看，SGHC 186 案最重要的区分，或许不是在“仲裁庭有权”和“法院有权”之间作非此即

彼的选择，而是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一方面，仲裁庭基于当事人自治和仲裁规则形成的是对仲裁当事

人的程序性权力；另一方面，法院所保留的则是借助国家公权力直接改变财产状态、约束当事人行为并实施

强制执行的司法权力。 

如果接受这一区分，那么“中国法将司法保全的决定和实施权交由法院”并不能当然推导出“中国法

禁止仲裁庭基于双方合意作出任何临时措施”。这也正是 SGHC 186 判决没有充分考虑的问题。 

五、对跨境争议实务的几点启示 

无论未来 SGHC 186 是否被上诉、其结论是否发生变化，这个案件已经给跨境争议实践带来了几个非常

现实的提醒[1]。 

首先，在设计仲裁条款时，不能只看仲裁机构有没有紧急仲裁员制度，还必须同时考虑仲裁地法与潜在

执行地法。同一套机构规则，在不同仲裁地和不同执行地组合之下，实际效果可能完全不同。 

其次，对于以中国内地为仲裁地、但资产主要位于境外的交易，如果当事人预计未来可能需要紧急仲裁

救济，保险起见，可以考虑在仲裁条款中增加更明确的授权，例如明确约定仲裁庭及紧急仲裁员有权依据机

构规则作出包括 prohibitory injunction、preservation of status quo 等在内的临时措施。先不论 SGHC 186 判决

在应然层面的对错，但在实然层面，其至少表明，在某些司法辖区，前述额外的文字约定在关键时候可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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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实务价值[1][3]。 

再次，本案并未影响中国内地仲裁地下最为正统的临时救济路径。贸仲规则第 23 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人申请保全的，由贸仲将其申请转交当事人指定的有管辖权的法院；经当事人请求，贸仲还可以在发出

仲裁通知之前先行转交该项申请。换言之，即便不启动紧急仲裁员程序，当事人依然可以通过贸仲请求中国

法院采取保全措施。这条路径不受 SGHC 186 的影响，在仲裁地位于中国内地的案件中通常仍应作为首选

[1][3]。 

最后，如果需要保全的财产或者需要约束的主体位于新加坡，也应同步评估新加坡《国际仲裁法》第

12A 条下直接申请法院临时救济的路径。该条原则上允许新加坡法院为境外仲裁程序提供临时救济支持，但

仍须满足其法定条件。就本案而言，若 COT 当初直接向新加坡法院申请临时救济，其程序路径和审查问题

将与执行紧急仲裁员临时裁决明显不同，也可避免本案所出现的紧急仲裁员权限来源争议。这提示跨境案件

在设计临时救济方案时，应同时比较仲裁庭或紧急仲裁员救济与资产所在地法院直接救济的可行性、时效和

执行风险[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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